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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香港因为有殖

民地的经历，在文化上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需要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细加阐释。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香港文坛为内地作家所主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

一个组成部分。1949 年后，香港文坛呈现出左右

对立的格局，其中现代主义文学另出一支，引领潮

流。及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的腾飞和

本地青年一代的兴起，香港诗歌发生了转折。本文

经由对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原始报刊的挖掘和研

究，梳理这一时候香港诗歌的不同走向。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最受欢迎的诗人是力匡。力

匡是 1949 年后来港的南下作家，曾主编《人人文

学》和《海澜》，50 年代上半叶他曾在《星岛文

学》《人人文学》《祖国周刊》《中国学生周报》等

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歌，风靡一时。从内容上看，

力匡的诗的主题多去国还乡之感，直接涉及政治的

不多。他的诗不去直接议论，而是运用意象，渲染

心境。夏侯无忌曾在发表于《人人文学》上的给青

年作者的文章中，列举了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

亲》，又列举了力匡《寂寞》中的几句：“旅途中歇

息于村舍客店，店伙端进了黯淡的油灯，正计算着

未尽的旅程，窗外开始了连绵的秋雨。” 认为郭沫

若的诗是空洞的，而“力匡的诗的忧郁和感伤来得

多么深切啊 !”［2］不少当事人在回顾 20 世纪 50 年

代上半叶香港文坛的时候，都谈及偶像诗人力匡。

50 年代初期，大量的移民来到香港，其中有很多

文人和学生，他们对于力匡的诗作都有共鸣。与力

匡相类，50 年代诗坛较为流行的南来诗人还有徐

速、赵滋蕃、徐訏、夏侯无忌、曹聚仁等，内容大

体上也无非是流亡之音，形式上较为注重诗行的整

齐与格律。

这种诗风逐渐引起了诗坛的不满。据《文艺新

潮》的作者之一卢因回忆：“ 一九五四年后，《人人

文学》带给香港文坛的高潮开始退却，诗人郑力匡

掀起的风雨热闹，也跟着逐渐消散；尽管徐 和曹

聚仁仍拥有不少读者，记忆中，似无法满足像我这

一类追求文学理想的、以宗教家事奉上帝的热情、

转而事奉文学的年轻一代的渴求。当时我和昆南、

王无邪、叶维廉、蔡炎培，已成了经常会面的文学

知音。”［3］19 56 年，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面世。

《文艺新潮》大量翻译引进存在主义思潮和欧美现

代诗，同时与台湾现代诗坛密切合作，把香港现

代主义诗歌推向了高峰。《文艺新潮》1959 年停刊

后，仍有《新思潮》（1959）、《香港时报·浅水湾》

（1960）和《好望角》（1963）等刊的出现。香港的

现代主义译介和实践差不多前后延续了 10 年，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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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稀方

内容提要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香港文坛呈现出左右对立及现代主义的三重格局。

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海内外社会运动的展开，历史发生了变

化。在这种背景下，右翼出身的《盘古》发生了“左”的转折，它首先批判港台现代

诗，倡导通俗易懂的诗风，并最后走向内地新民歌体。《盘古》之后，《诗风》派与《大

拇指》《罗盘》派也批判港台现代诗，不过因为背景不同，他们分别走向了古典主义和

生活美学。经由原始报刊，考察三个诗歌派别的历史线索，探究其美学特征，可以打破

我们对于这一时期香港诗歌的简单理解，重新建构这一时期香港诗歌的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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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诸多新的历史面向。不过，与台湾一样，香港现

代主义流风所及，也出现了诗歌晦涩等负面效果。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香港本地青年诗人的兴起，

是从对于港台现代诗的反叛开始的。从历史脉络看，

这种反叛最早可以追溯到《盘古》。古苍 梧对于港

台现代诗的批判，来源于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

现。古苍梧在 1967 年从联合学院毕业后，与黄继持

等人编选《现代中国诗选》及《中国新诗选》。通

过编选中国现代诗，古苍梧发现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

年代，中国现代诗人早已经在现代诗方面有大量探

索，而台湾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诗没有继承到这

一传统，却走上了晦涩的文字游戏的歧路。这一年，

正是《盘古》开创的时候，古苍梧先是在《盘古》

第 3 期发表了《下了五四半旗就得干》，批判余光

中的《下五四的半旗》一文。接下来，他又在《盘

古》第 11 期发表了《请走出文字的迷宫》一文。他

将“创世记”的台柱诗人叶维廉和洛夫等人的诗，

称为“沉溺于文学的游戏”，认为叶维廉轰动一时

之作《降临》“除了不断的堆叠意象营造所谓‘伟

大’‘磅礡’的气氛之外，我们实在读不出所以然

来”。超现实主义诗人洛夫的诗“非但成了不可懂

的东西，而且简直不可感。”其原因是，他们只是

模仿了外国诗的概念和经验，但不是自己真的生命

实感。引人注意的是，古苍梧引用了中国现代诗人

刘西渭有关于需将字和生命合成一体的说法。他认

为，港台现代诗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乏

对于中国现代诗的承传，“也许港台这两个小岛无

法培育丰厚的人格与磅礴的诗情吧。此外还有一个

原因，那就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传统的中断。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诗人的努力的成果，实在有许多

值得我们参考的，就可惜由于政治环境的变迁，使

我们年轻一代的诗人无法接触到这一份宝贵的遗

产，因为有许多创造的桥梁和道路，还得重新建

造。”他分别列举了何其芳《古城》、辛笛的《航》

和罗大岗的《骨灰》，指出，这些 20 世纪三四十年

代诗人的作品，具有“相当成熟的技巧，而诗情的

丰沛，却是今日的许多作品中体验不到的。”［4］

从《盘古》第 3 期开始，出现了“风格诗页”。

“风格诗页”大致上是一个同人诗歌群，曾有读者

投书，反映“‘风格诗页’的园地不公开。”《盘古》

1968 年 5 月第 13 期“编后话”答复说：“‘诗页’

之中较少新人诗作的出现，这是事实；但说园地不

公开，却绝非实情。对于来稿的水准，‘诗页’的

要求是较高的，相信这是关键之所在。”的确，“风

格诗页”的作者大体是较为固定的，《盘古》对于

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继承，对于港台现代诗的晦涩

的抵制等，即为其共同取向。

《盘古》“风格诗页”并没有诗论发表，不过

我们可以从他们同时期办的“诗作坊”来进行观

察。在西方学运如火如荼的时候，香港也依照自由

大学筹办自学组织。创建学院当时模仿的是安格尔

在爱荷华所创办的“工作坊”，其模本是牛津、剑

桥的导师制，公开讨论，互相启发。参与香港“创

建学院”构思的，有包错石、戴天、胡菊人、林悦

恒等。创建学院有很多开放课程，如诗、文学、理

论、歌唱等，还请来金炳兴讲理论，请蔡炎培、李

天命、马觉、温健骝等人讲创作经验等。在诗歌创

作上，“诗作坊”是具有自己的理论倾向的。古苍

梧说，“我跟戴天主持‘诗作坊’时，我们提倡的

写作路向其实是很广阔、很常识性的。一是真情实

感，有感而发；二是语言不要做巧弄怪，要准备表

达思想感情；三是诗的语言跟散文语言有差别，它

应该比较浓缩集中，有节奏感。”在另一个地方，

他对自己的诗歌风格说得更加直接，并且谈到“诗

作坊”对于学员的影响：“我们不鼓励学员搞语意

不通的‘语言创造’，宁愿提倡平白浅易但能达

意、能写出真情实感的语言。你看钟玲玲、李国威

的诗，或者淮远中后期的诗。淮远初时很学习台湾

的超现实主义写法，但参加‘诗作坊’后则走向较

平实的风格。我想我跟戴天对学员的影响可能在这

方面。另一方面，我们鼓励学员认识自己的新诗传

统，我们会介绍五四以来的好作品……”［5］这种

诗风互相传递，影响了一批诗人。

“风格诗页”这个栏目自《盘古》第 3 期开始

出现，此后并非期期都有，而是间隔出现，从《盘

古》上看，最后一次“诗页”出现于 1969 年 4 月

第 23 期，此后就停止了。较多出现在“风格诗页”

的诗人有：温健骝、蔡炎培、戴天、马觉、李纵横

（天命）、羊城、李国威、游之夏（黄维樑）、 魂

等。“风格诗页”栏目虽然没有了，但上述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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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还是继续在发表，其中钟玲玲、淮远和关梦南

等是较为后起的新诗人。

《盘古》的思想倾向原来是比较保守的，但随

着同人对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美国黑人人权

运动、香港“将中文列为香港官方语言”运动、反

对“台独”运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权利运动、特

别是“保钓”运动的参与，他们的思想发生激烈左

倾，文艺思想也随之变化。1971 年 12 月第 43 期后，

《盘古》的文艺思想开始发生转变。1972 年 6 月《盘

古》第 47 期转载了毛泽东《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

三十周年》，第 48 期又发表了梁宝耳的《我对〈延

安文艺座谈会〉、革命样板戏及“白毛女”的一些

意见和感想》等。在诗歌上，古苍梧的看法也发生

了转折。他在 1973 年 5 月《盘古》第 57 期上发表

《从新民歌体看新诗发展的新方向》一文，将新民

歌形式看作中国新诗的新方向。早期古苍梧原来虽

然批判港台现代诗，但批判的只是他们的晦涩和猜

谜现象，认为他们没有继承中国现代诗。从《困兽

之斗的港台文学》一文看，作者已经在否定现代诗

本身。古苍梧的《新民歌体看新诗发展的新方向》

一文完全避开了现代诗，直接讨论新民歌体。他在

文中谈道，中国诗歌原就出自民间，后来被文人所

垄断，新诗建立以来，20 年代末期左翼评论家就

提出了不能脱离群众的问题，30 年代左翼文坛以

及抗日战争时期，民歌得以提倡，特别是 1942 年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民歌体更加受到重视，古苍

梧对此评价很高：“民歌体的风行，使诗歌再回到

人民的手中，而人民的诗人也不断诞生，其中农民

诗人王老九、殷光兰是比较著名的两位。在工人

中，也诞生了诗人，如孙田、温承训、李学鳌等，

军人中李玲修也有名气。而专业诗人如田间、李

季、严阵、傅仇、贺敬之等也写民歌体。”看起来，

古苍梧对于内地的民歌发展情况相当熟悉。《盘

古》在其后的第 60 期发表了一个新民歌专辑，包

括《秧苗插到蓝天上》《铁路修到青石山》《矿山之

夜》《定叫今年超去年》等诗歌，作者有“彝族民

歌”“邯郸工人”“兴隆公社刘章”“晋县袁然”等，

都是内地民歌诗人。

不过要适应一种新的文艺观，显然并不容易。

自《盘古》左转以后，“风格诗页”原来的诗人大

多都退出了，“风格诗页”时期原有的诗歌同人性

解体，来稿的无名诗人增加了。《盘古》的诗歌阵

容完全转变了。除大量转载内地作品外，香港本地

诗人大致有三种：其一，原有的诗人中，只有核心

人物古苍梧继续引领，他虽然论述新民歌体是现代

新诗的前途，但并没有放弃自由体诗，并且认为自

由体诗与新民歌可以互补。他转变了自己的风格，

发表了《钢铁巨人》（第 62 期）、《让我们好好的干

一杯——为越南的全面解放》（第 82 期）等政治抒

情诗，诗风受到艾青、何达的影响。其二，香港本

地的思想激进的诗人，其中饮江较为突出，他的诗

歌据评论充满政治热情，不过有概念化的痕迹。其

三，香港原有的左翼诗人，在“盘古文艺副刊”开

创的第 41 期，首先就发表何达的三首诗《每个时

代》《快乐的思想》《诗的宣言》。何达后来常常在

《盘古》露面，这意味着《盘古》在文艺观上与香

港左翼文人越来越接近了。

二

“风格诗页”出来的诗人 ，如关梦南、淮远、

李国威、钟玲玲等，多数属于后来的《大拇指》诗

群。古苍梧本人也与《大拇指》—《素叶》诗派

有较多联系。他 70 年代在《罗盘》上发表诗作，

80 年代在《素叶文学》发表作品，并在“素叶丛

书”出版第一本诗集《铜莲》（1980）。不过，《盘

古》并非完全是《大拇指》 — 《素叶》的前身，后

来《诗风》的代表诗人之一羁魂也是《盘古》的作

者，毋宁说《盘古》是香港本地诗歌的渊源，这个

时候香港本地诗歌尚未分化。

《盘古》第 1 期和第 2 期分别只在封底发表了

一首诗，前者是余光中的《假如远方有战争》，后

者是西西的《他们》，两首诗都是较为浅显流畅的。

《盘古》的诗歌以余光中和西西来开头，不无巧合。

香港青年诗歌是在抵抗港台现代诗的过程中产生

的，而余光中和西西分别是《诗风》和《大拇指》

两大诗派的象征人物，就此而言，《盘古》显然堪

称香港青年诗歌的开始。不过，《盘古》一路奔向

了内地政治认同，奔向了新民歌体，把别人都留在

后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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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叶维廉从台湾回来，送给西西《愁渡》初

稿，西西实在看不懂，“和我所看过的诗不同，觉

得很奇怪，并不能把握诗思，因为我不知道诗竟有

那种写法的”“我实在跟不上他们”［6］。西西自己

也开始“学那些艰涩的写法，其实是受到潮流的影

响，只是一味堆砌、堆砌，直至自己也看不明白为

止”［7］。西西在编《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的时

候，收到的全部是这种模样的作品，她心想，身为

编辑，竟然看不明白这些作品，那还怎么当编辑，

就不干了。不过，她在来稿中也发现两位能写得出

好诗的青年作者，其中一位就是梁秉钧。

梁秉钧是 1973 年《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

最后的主持者，这重新恢复的“诗之页”，被追为

香港年轻一代作家冒出历史地表的开始。梁秉钧主

编的“诗之页”第 1 期，出现于 1973 年 11 月 20 日。

在这里，梁秉钧说明了“诗之页”恢复的背景：过

去，周报的“诗之页”每月底刊出一次，香港许多

写诗的朋友，都在这里发表过他们的作品；但是，

很可惜，后来不晓得由于什么缘故，“诗之页”取

消了，诗的园地，也只赖一些年轻人办的诗刊维

持下去。“诗之页”创刊号上发表了 8 首诗：梁秉

钧的《傍晚时，路经都爹利街》、马觉的《软弱》、

吴煦斌的《山脸的人》、李国威的《我可以这样》、

李志雄的《窗上的蝴蝶》、张伟国的《守在故乡外

的墓园丁》和邓阿蓝的《卖报纸的老婆婆》。梁秉

钧从废稿中找出来的邓阿蓝的诗《卖报纸的老婆

婆》，诗风质朴清新，有民谣风。

可惜的是，“诗之页”编了十期就停刊了。梁

秉钧在《编了十期“诗之页”的一点感想》一文

中，遗憾“诗之页”的停刊，不过，他同时提出：

“诗之页”可以停刊，诗歌却不会停。这就有了

《大拇指》的创刊。《大拇指》继承了《中国学生周

报》，继续由梁秉钧主办文艺版“诗之页”。《大拇

指》举办过征诗活动，并阐述他们对于诗歌的标准

是：“《大拇指》的‘诗之页’，和这次征诗的取稿

标准——都是鼓励表达当前生活现实的作品，同时

对诗的艺术也不忽略。言之有物而又有新意的作

品，是最欢迎的了。我们并不鼓励陈腔滥调，要取

新鲜、自然、完整、生活化的作品。”［8］

对于诗人们来说，《大拇指》的“诗之页”诗

歌栏目的分量显然还不够。《大拇指》创办一年后

的 1976 年 12 月，他们又创办了一个专业诗刊《罗

盘》。据叶辉说，最初产生创办《罗盘》想法的，

是他与何福仁、周国伟和康夫四个人。《罗盘·发

刊词》有云：“创为诗刊，应以呈现当时当地中国

人的情思为依据。命名罗盘，便是本此互策互励

的意思。”叶辉的说法更为具体：“我的理解是这样

的：《罗盘》同人对诗有基本相同的看法，厌恶浮

奢、架空、因袭和堆砌，倾向于生活化和诗艺结合

的多变多姿。”［9］“生活化”的说法，正来自梁秉

钧对于《大拇指》宗旨的概括。较之于《大拇指》，

专业诗刊《罗盘》对于香港诗歌的关注更进一步。

《罗盘》第 1 期“编后”说：“翻开《罗盘》，不难

发觉，我们在尝试做一些别的诗刊所欠缺的工作：

多关心多了解本港的诗作者。本期的访问和评论，

便是这方面的尝试，各位惠赐评介稿件，若对象为

本港作者，我们会优先刊登。”叶辉也说：“多关心

本港的诗作者大概是《罗盘》较明显的路向。”［10］

这正是《大拇指》“生活化”特征的一个深入，即

本地化，与前辈南来作家拉开距离。《罗盘》在创

作之外，有意识地保存、整理、评论香港诗歌，具

有历史意识。《罗盘》创刊号的开头，就是对于西

西、钟玲玲和吴煦斌三位《大拇指》创始人的采

访。此后，《罗盘》又陆续在第 4 期做了“康夫专

辑”，在第 7 期做了“陈炳元专辑”，在第 8 期做

了“陈德锦专辑”。从第 8 期开始，《罗盘》分别刊

载评介何福仁、康夫、张景熊、西西和戴天等人的

文章。《罗盘》还推出“创作经验谈”栏目，由马

觉、谈锡永、黄国彬、何福仁、书翔（惟得）、羁

魂、黄志光、马若及秀实等 9 位作家谈自己的创

作，分别刊登于第 4 期至第 7 期。无论是创作，还

是评论、专辑、访谈等，我们可以看到，《罗盘》

高度重视对于香港本地诗人的推介。

叶辉对于《罗盘》所发表的作品，有一个统

计。《罗盘》共计发表了 57 位作者的 197 篇作品，

作者方面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前辈诗人，如戴天、

蔡炎培、马觉、西西、陈炳元；二是诗龄较长的诗

人，如梁秉钧、羁魂、古苍梧、罗少文、罗幽梦；

三是新诗人，如马奋超、洛宇、巅妮、霭珊、叶碧

兰等。把戴天、蔡炎培、西西等人算作前辈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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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罗盘》的诗歌史是以本地诗人的出现为线索

的，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来文人的世界，已经被

他们抛在后面了。《罗盘》虽然办得轰轰烈烈，但

可惜存在时间并不长。《罗盘》一共办了八期，第

1 期出版于 1976 年 12 月，第 8 期出版于 1978 年

12 月，只持续了两年时间。否则的话，它对于香

港诗坛的影响，应该更大。

从《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大拇指》到

《罗盘》，乃至于后来的《素叶文学》，其诗歌是一

脉相承的。这些诗人风格各个不同，但又有共同的

倾向，这一点梁秉钧后来在编《十人诗选》的时候

有所总结。《十人诗选》是李国威、叶辉、阿 蓝、

关梦南、马若、禾迪、李家昇、黄楚乔、吴煦斌、

梁秉钧十人的合集，看得出来，这十人主要是《中

国学生周报·诗之页》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

诗人。梁秉钧在“序”中提到了诗集作者的特点和

出版宗旨，“这集中的诗作者都是在战后出生，大

部分在香港长大及受教育。跟前辈作者南迁而写作

怀乡题材不同，这一辈作者大都是植根于香港，反

省香港的处境。”“《周报》只是他们作品初次彼此

邂逅的地点，《周报》结束后，他的作品继续发表

在《四季》第 2 期、《大拇指》、《罗盘》、《素叶》等

刊物上面。他们风格不同，但有共同关心的主题，

如对香港的感情（《周报》1974 年 7 月 5 日的‘诗

之页’也办过‘香港专题’）、对香港各阶层生活

的接触、对艺术的兴趣等。”很明显，所谓“对香

港的感情、对香港各阶层生活的接触”等，即是有

关于“生活化”的具体说明。梁秉钧声称“一起结

集只是基于私交，并不是代表一个流派。”事实上，

“私交”是形成流派最坚实的基础。梁秉钧谈到，

这一群朋友在香港长大，背景多是底层，因此不以

知识入诗，而以底层经验入诗，平和而有期望，节

奏明快，与左翼政治性有差异，也与《诗风》派的

宏大风格不同。阿蓝写老婆婆、失业者、怀孕女工

和露宿乞丐等，不过并不揭露黑暗，“不以为嘶喊

就是好作品”。叶辉的诗擅长形象化的细节描写，

充满了香港生活的味道。马若写自然山水，吴煦斌

写生态，李家昇和黄楚乔将摄影和艺术与诗歌结合

起来，都是描写香港社会的不同方式。李国威、关

梦南、禾迪等人写生活实感，也有不满和讽刺，是

动人的抒情诗，然而不滥情。梁秉钧从“抒情与讽

刺”“经验与语言”“艺术与生活”“抒情的视野”

几个方面，分别概述十个诗人的风格特征［11］。

三

1973 年 1 月 20 日，梁秉钧接编《周报》“诗

之页”第 1 期的时候说，当下各种诗刊都已经消

失，“只剩下一份《诗风》在默默努力，这使我们

觉得：香港目前更需要有一个开放的诗的园地。”

《诗风》早在 1972 年 6 月就成立了，较梁秉钧同年

创办的《四季》第 1 期（1972 年 11 月）还早几个

月。梁秉钧称《诗风》在默默努力，是嘉奖的口

气，不过他觉得还需要创办另外一个“开放的诗的

园地”，说明《诗风》与他们并非一路。

《诗风》的创办者在确定内容时，首先针对的

也是港台现代诗的过于洋化。《诗风》第 1 期“发

刊词”一开始便着重批判台湾现代诗过于洋化的问

题：“这批现代诗人在吸收与介绍外国现代诗的优

点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彻底打倒传统，与传统脱离

关系是行不通的。”“高唱反叛传统，犹如坐在树桠

而要把树桠锯断一样可笑。”“发刊词”声明：《诗

风》并不是要闭关保守，而是要“创出中国现代诗

自己的面目”，既要“继承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同时“还要虚心地吸收外国大诗人如叶芝、艾略

特、波特莱尔、里尔克的优点”。只不过现在诗坛

的情形是过于欧化，作品像是从西洋翻译过来的，

所以当下最需要的是引进中国旧诗。

《诗风》的出场是相当奇特的，它将新诗与旧

诗并列发表，连《诗风》自己都承认这种做法是非

同寻常的：“这种形式的诗刊，恐怕并不多见，因

为一般诗刊，发表旧诗便不发表现代诗，发表现代

诗便不发表旧诗；新旧两体，互相排斥，势成水

火。我们则兼收并蓄，让现代诗与旧诗互相冲击，

希望冲击出真正具有新面目的中国现代诗来。”［12］

《诗风》“创刊号”上一方面发表了舒文（黄国彬）、

楚狂生、羁魂等同人的新诗；另一方面又发表了卢

厉堂的两首旧诗《诗风创刊感赋》和《朱弦》，还

是独特的手写体。第 3 期甚至直接发表了法文诗

Valery Paul 的 LES PAS，而这一期的旧诗《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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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却是由新诗人凤溪（谭福基）撰写的。在诗论

上也是如此，创刊号一方面发表了懿言翻译的西

敏的《诗的艺术》；另一方面又发表了余子贤的论

中国古代诗歌的《诗余偶记：几首咏梅诗》。从第

3 期开始，黄国彬以笔名“凝凝”写的“现代诗”

评论，与余子贤写的古代诗评《诗余偶记》并行。

《诗风》还很注意中国现代诗结合古今的诗歌实践，

《诗风》第 2 期就发表了卞之琳的《白螺壳》及署

名停云的文章《读诗杂札——关于卞之琳的〈白螺

壳〉》，后文谈道：“他的诗句法是多变的，其中有

文言句法，又有欧化句法，种种句法整合起来而终

以白话为本，也正如他的诗内容之以传统精神为

本。”［13］《诗风》同人融合古今中西的意图，可谓

十分明显。

从这种思路出发，《诗风》比较喜欢余光中。

《诗风》于 1973 年 6 月 2 日邀请余光中来参加朗诵

会，后来又在 7 月 1 日出版的《诗风》第 14 期上

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讲词。余光中早年也经过了现

代派的阶段，不过他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开始对

现代派进行反省，《天狼星》便是他告别现代派之

作。这首诗受到洛夫等人的批评，认为是现代派的

倒退，余光中则宣称他已经生完了现代主义的“麻

疹”。到香港的余光中，已经完全从虚无晦涩的现

代派中走了出来。在《诗风》演讲会上，余光中从

端午节谈起，谈到屈原和中国传统，进而谈到汉语

诗的西化，批评“西风压倒东风”的倾向。余光中

回顾了台湾诗坛的发展历史，分析了三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民族性问题，他认为现代派强调人类性，

他则认为要表现人类性，首先要表现作为人类一分

子的民族性；二是大众化问题，他认为诗歌不应该

晦涩，当然也不可能绝对大众化；三是主题与技巧

的问题，他认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谁压倒谁都

是片面的。

在余光中讲座之后，《诗风》对自己的定位有

了一些调整，他们取消了旧诗一栏。余光中在讲

座中，其实质疑了“旧诗”的说法，他认为像李

白、杜甫的诗歌并不是“旧诗”，它们是“万古长

存”的。《诗风》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介绍和探讨，

倒一直在坚持。《诗风》后来做了不少中国古代诗

人的专辑：屈原专辑（第 73 期）、杜甫专辑（第

85 期）、李白专辑（第 92 期）、陶潜专辑（第 98

期）和“诗经专号”（第 104 期）等。《诗风》还一

直致力于中西诗歌的比较，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

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与西诗的比较（第 27

期）、李白与华兹华斯、李商隐与雪莱的比较（第

51 期）、伊丽莎白诗歌与晚唐五代词的比较（第

53 期）等。与此同时，《诗风》中也仍然继续介绍

引进西方当代诗人。我们都知道，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以来的台港诗坛，或者西化，或者以民族性反

对西化，争论激烈，像《诗风》这种沟通中西的做

法的确并不多见。《诗风》的宗旨是，“一条纵贯传

统与现代的经，一条横连中国与西方的纬。”［14］

在美学风格上，《诗风》与《大拇指》相反，

如果说《大拇指》追求生活化，《诗风》则明确追

求精英化。果然，《诗风》面世后，立刻得到了

“曲高和寡”四个字的评价。《诗风》的精英化倾

向，与编辑同人自身的出身有关，《诗风》的编辑

们，有一部分是在大学里修中国文学的，有一部

分是修西方文学的，他们试图将中外两种传统整

合起来［15］。

如果说西西、梁秉钧一派的诗歌比较贴近日常

口语，  《诗风》同人的诗歌风格则雄伟阔大。黄国

彬的诗歌有一个发展过程，然而整体上形成了宏大

的风格。黄国彬的诗歌视野相当开阔，他在 1976

年的第二个诗集《指环·自序》中说：“在这本集

子里，有很多作品是国家、民族、社会，以至世

界向我撞击所引起的鸣响。这几年来，所见所闻

所体验促使我处理更广的题材。” 黄国彬喜欢中国

历史以及现实题材，也喜欢中国的壮美山河，善于

写长诗。早在 1975 年黄国彬第一个诗集《攀月桂

的孩子》中，他就有意识地尝试长诗写作，写下

了《七十二烈士》和《凯撒之死》等诗，后来他又

写下了《丙辰清明》《星诔》《地劫》等气势磅礴的

长诗。《丙辰清明》和《星诔》是香港诗歌中很少

有的写 1976 年周恩来去世的长篇诗作，《地劫》则

是写唐山大地震的。黄国彬主张追求“伟大”的境

界。有学者注意到，黄国彬是“香港设色最繁富的

诗人”［16］，尤其喜欢用“金”“紫”“红”等颜色，

这恰恰是很多诗人所抗拒的俗艳之色，可见他在美

学上的“壮美”追求，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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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胡燕青，她刚登上诗坛的时

候还是一个中学生，她在《诗风》上发表的第一首

诗，是以“北岳”之名在 1972 年 9 月 1 日《诗风》

第 4 期上发表的《战后》。仅仅隔了一期，黄国彬

就在《诗风》第 6 期上以“凝凝”之名发表了评

论《北岳的〈战后〉》。在这篇文章中，黄国彬对于

胡燕青予以了高度赞美。胡燕青的经历与众不同，

她出生于广州，8 岁偷渡到香港。她自述从小与港

人所读的书不太一样，看的是《林海雪原》《智取

威虎山》等英雄主义的书，“一直被宏大的主体吸

引，大概也是因为 8 岁以前在国内培养出来的价值

观”［17］。 正因为这种背景，胡燕青意外地与余光中

和黄国彬相遇了。对于中国文化的爱好，对于英雄

主义的向往，对于阔大形式的追求，都是胡燕青与

《诗风》的共鸣之处。胡燕青开始登上诗坛时，诗

风追求雄浑，这典型体现在她的长诗中，如 1980 年

的长诗《惊蛰》和 1985 年的 800 行长诗《日出行》。

四

在《诗风》蒸蒸日上的时候，何福仁、康夫和

周国伟等人忽然中途退出，后创办《罗盘》，加入

了《大拇指》一派。羁魂在回忆这一事件的时候

说：“可惜，49 期（改版后第一期），何福仁、康

夫、周国伟等，便因某些诗观的歧异，与部分成员

发生意见，退出《诗风》。 ”［18］由于诗观不同而产

生分歧并重新组合，这说明两种诗派已经有自己固

定的美学风格。

何福仁、康夫等人的退出，事实上有迹可循。

康夫在《诗风》第 29、31 期连载过一篇诗论，题

为《从淮远的短诗出发》。在这篇文章中，康夫说

道：“本文的目的，亦不过借助个人生活上所能抽

出的片断时间里，考虑我辈年轻一代的诗人，怎样

在‘国粹’派、‘现代’派和‘写实’派诸等歧视

下的努力，希望有更多有心人从事类似的工作吧。”

康夫对上述流派都不满意，他提出一个“重要的建

议”，“就是我们这里要有具备香港生活背景，以及

题材上有历史根源文学的文学创作。在诗作上来

说，一个诗人的诗，假如没有现存时空下的生活

感、社会性、地区性，恐怕也没有了民族性吧，还

说什么诗的民族形式呢？”康夫在这里所强调的是

对于香港的表现，显然接近于《大拇指》一派的观

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推荐当下香港优秀诗人

的时候，他所推荐的基本上全部是《大拇指》一派

的诗人，如钟玲玲、梁秉钧、西西、吴煦斌和关梦

南等，《诗风》掌门黄国彬却不在其中，仅仅在提

到优秀的“诗评人”的时候，才提到黄国彬的笔名

“凝凝”。康夫这篇诗篇所分析的对象淮远，本身

也是“《大拇指》—《素叶文学》”一派的诗人。

另一位诗人何福仁接下来在《诗风》第 36 期，

也发表了《或聚或散成图——评介梁秉钧的〈茶〉

和李国威的〈昙花〉》一文。文中主要分析的诗人

梁秉钧和李国威均是《大拇指》一派的代表诗人。

在谈到梁秉钧的时候，何福仁指出：“梁秉钧早年

的诗很洋化，散文也是，近年的，比如这一首就朴

实道地多了，读惯了字字争胜，张力紧道的现代

诗读者，会惊异这诗的明朗与冲淡。”在谈到李国

威的《昙花》时，文中特意指出，“李国威的《昙

花》去年七月间发表在一份周刊上，这份周刊出

版了二十多年，造就无数人才，然而它老了，‘昙’

的出现，是它最后的一期，而国威是该刊的一位编

辑”。这里提到的，显然是《中国学生周报》的最

后一次改版，《昙花》是李国威发表于最后一期的

一首诗。事实上，作者虽然开头提到了《诗风》，

然而接下主要谈到的是《四季》和《周报》，文章

对于梁秉钧和李国威两位诗人的评述，是在追溯和

感伤中完成的。

如此看来，康夫、何福仁、周国伟等人退出

《诗风》，的确出自“诗观的歧异”。康夫毕业于

浸会大学，何福仁、周国伟都在港大读书，与黄

国彬、羁魂等同为港大校友，彼此召集很自然，

然而对于诗歌的不同理解终于导致他们的分道

扬镳。

他们之间在诗歌上的分歧，在《罗盘》创办之

后得到了验证。康夫、何福仁、周国伟等在 1976

年 6 月 1 日第 49 期退出《诗风》后，于当年年底

就伙同梁秉钧、西西、罗少文、灵石、野牛和阿

蓝等人创办了《罗盘》。《罗盘》创刊号上刊登了

康夫对于西西的专访。西西在访谈中提到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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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大拇指》两个诗刊，她说：“《诗风》方面

我觉得大部分诗作文字较美，但概念苍白。《大拇

指》的不少是学生作品，文字较弱，但内容清新可

感。我宁取清新的。”也就是说，西西将《诗风》

和《大拇指》都看作香港本地年轻人的刊物，如果

取舍的话，她明确支持《大拇指》。康夫大概需要

在西西这里寻找支持，并且明确两派之间的差异，

所以他又问了一个重要问题，“你对传统的意见怎

样呢？譬如有人批评新诗没有衔接传统，你的意见

如何？”西西对此问题不无质疑，她说：“传统是指

哪一方面的传统呢？美好的古典文字？为什么说接

不到呢？痖弦的、郑愁予的，不都接到了吗？如果

指传统中苍白的、颓丧的一面，也要衔接吗？再

说：我们是否一定需要传统呢？”西西并不认为衔

接传统是当下诗歌的重要问题，现在有人站出来提

出批评了，“我们亦可站出来说话”。

康夫在《罗盘》第 2 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伸伸

你的脚》的文章，其中谈到“何必这样着急去处

理大题材呢？”他提出：“我们生活在这岛上，在这

岛上我们得到最实在的诗料和营养；闲情小品，或

者带有控诉情绪的现况写实诗，都有它们一定的价

值和意义，虽然它们都不见得易登大雅之堂，受学

府重视。”康夫在这里所提到的“大题材”“大雅之

堂”“学府”等，显然针对的是《诗风》一派。巧

合的是，黄国彬在《罗盘》第 4 期发表了一篇《论

伟大》，讨论伟大作品所需要的条件，即“大”“惊

人的想象幅度”“飞升天宇”等。接着黄国彬这篇

文章的，是何福仁的文章《我的书桌》。此文并未

提到黄国彬，不过却强调“平凡”二字，“我喜欢

写平凡的事物，在平凡的事物里我不时发现它的

庄严和伟大，我写得还不够好，我生活的层面还

不够开拓，经验和知识还不够渊博，但我愿意从

平凡出发，我现在就出发。”这一段诗学观的“碰

撞”，引人注目。不过，黄国彬事后并不认为自己

在挑战，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应：“当时，香港

的一些诗人正提倡‘从生活出发’，看了我的短文，

大概以为我针对他们，于是有一些过敏反应。”黄

国彬表示：大小皆宜，“不过，有一点却不容否认，

给我最大满足的，始终是大师级作家。”［19］《诗风》

与《大拇指》两个诗派在诗学观之间的差异，看起

来是很明显的。

这种诗观的歧异，后来导致了对于陈德锦获得

“青年文学奖”的质疑。1972 年由港大创办的“青

年文学奖”，是当时在香港最有影响的奖项。余光

中自第三届开始，几乎年年担任诗歌组评委，在一

定程度上左右了青年诗风。以 1977 年至 1978 年第

5 届“青年文学奖”为例，这一届有 4 位诗歌评委，

分别是余光中、黄国彬、钟玲玲、梁秉钧，他们之

间的诗歌评判标准有明显差异。据王良和说，“余

光中和黄国彬更以写出‘伟大’的作品为志，笔下

常常提到‘永恒’、‘伟大’、‘民族’、‘家国’、‘黄

河’、‘长江’、‘五岳’，鼓吹回归传统，采养于古

典，中西合璧，讲究章法结构，苦心经营意象和

比喻，以典雅的语言驰骋想象，抒发乡愁，描写山

水。四人之中，文学观和这三位差异较大的是梁秉

钧，他那时的作品有很强的生活气息，用平实朴

素、充满灵气的文字描写日常事物，但不是走批判

写实主义的路向。”［20］ 在这 4 位评委中，钟玲玲是

余光中的学生，黄国彬是余光中的追随者，三比

一，梁秉钧当然落败。这种状况引起了反弹。《罗

盘》1978 年第 8 期刊登了第五届青年文学奖得主

“陈德锦个展”，在“个展”对陈德锦的评论中，

作者提出了他与余光中的关系问题。康夫的《介

绍陈德锦》一文中指出：“陈德锦冒了出来。他的

诗风在开始的时候有庞大的余光中的影子，现今也

是，但毕竟是在移动转化了。”贝类在《只是几句

说话》一文说：“就整个中国及海外华人而言，陈

德锦的观点却无法走出余光中的阴影，什么‘母亲

的脐带’，‘被押的注码’‘玫瑰竟是安南最毒的温

馨’（赤子）。我们当明白，前人的意象或手法常会

难以抗拒地走进廿岁小子的脑袋。”有名在《信简》

一文中，则直接提出学习可以，仿作则不足道，

“我读这届文学奖高级组得奖诗作，觉得都十分余

光中口吻的，我承认喜读余光中的诗，但读仿作却

是另一回事。文学奖的宗旨是‘从生活出发’，从

生活出发了吗？”陈德锦自述 1977 年暑假参加“青

年文学奖”创作研习班，导师为余光中和黄国彬，

受其影响是完全可能的。有名还提出“有兴趣写一

篇‘余氏诗派的诞生’，追溯这诗派的因缘、影响

和流变等等。”“余氏诗派”的概念由此提出，这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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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明《诗风》的风格已经成形，并且不同程度上

受到了余光中的影响。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香港诗坛发生了转

折性的变化，香港本地青年一代诗人浮出历史。

不过面对着同样的历史命题，他们呈现出不同的

理解，建立了不同的诗歌面向。面对晦涩的现代

诗，深受海内外社会运动影响的《盘古》派率先

发起了批判，追求通俗易懂的诗风，并最终认同

内地的新民歌体；作为香港学院派的《诗风》，希

望回到中国传统，沟通古今中外，建立古典诗风；

以民间派自居的梁秉钧、西西等人，则主张香港

关注当下，建立“生活化”的美学。需要说明的

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左翼诗歌依然存

在，第二代南来作家也成长起来。不过本文并不

涉及左翼诗歌，因为以前谈论已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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